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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论

18 日，由中央纪委宣教室牵头主办的
党风廉政教育大讲堂举办第二讲，国家行政
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主讲“领导干部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根据中央纪委
公布的数据，周文彰对比了两组数据：2012
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
4698人，当年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1500人
以内；2011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
级以上干部 4843 人，当年矿难死亡人数
1973人。周文彰感慨：“每年受处分的县处
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权力是有
风险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
业。”（12月19日《北京青年报》）

每年受处分县级以上干部超矿难死亡
数，周文彰得出“领导干部已成风险最大的
职业”的结论。这种比较与判断，显得过于
浮躁与另类，一时间让众多网友难以接受，
比如有人嘲讽道，“处分的是有主观恶意的
贪官，可以和成天把命系在腰上的辛勤矿
工相类比？一个是丢乌纱帽一个是丢命，
孰轻孰重？这话的逻辑在哪？”

近年来，有一种论调风生水起，且颇有
市场，即所谓的当官有风险，而且风险还不
小。比如，有官员抱怨，现在为官已属高危
行业，搞不好就要锒铛入狱，就是在鸡蛋上
跳舞。还有的官员落马后，撰写论文论述
相关岗位特征、可能存在的腐败风险，借此
告诫同行。还有的官员捎给女儿一句话，

“千万不要从政”如此种种，皆说明当官仿
佛真成了高风险职业。

怎么看这种判断？应从两方面。其
一，这种风险是谁带来的？伸手必被捉，如
果权力寻租，贪污受贿，在强有力的反腐态
势下，自然容易落马。知名学者张锡恩分
析，“当官高危”主要可以分为显在风险和
潜在风险。一般来说，显在风险大多属于
主动性风险，主要表现为贪污腐化、买官卖

官、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较低层次的经济
性风险。

周文彰说得更直接，“有没有风险取决
于你自己。（规避风险）办法也很简单，叫做

‘管好自己’”。此说极有道理，不少贪官落
马，正是因为欲壑难填，将制度视为草芥，
当然高风险。如果官员廉洁奉公，恪尽职
守，洁身自好，怎么会落马？也许有人会
说，官场上存在逆淘汰，有些官员虽然清廉
仍被倾轧，但这种情况，绝非常态。

其二，当官就应该有点风险。如果没
风险，甘心做庸官、昏官、混官等太平官，有
何意义？公众对官员抱有甚高期待，一怕
官员不干净，二怕官员不干事。而官员掌
握着公权力，这也决定着官员必须有所作
为、有所敬畏，有多大的权力承担多大的责
任。如果认为官员就是拍拍脑袋决策，拍
拍胸脯决定，哪怕决策失误了也无需承担
责任，这样零风险的职业，对公众来说，岂
不可怕？

那些握有权力的官员，如果真正意识
到当官有风险，从而多一些承担，倒是好
事。据《宋史·贾易传》记载，为官当有“五
畏”，即“一曰上下相蒙，而毁誉不得其真；
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责；三曰经费
不足，而生财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废缺，而
教善不得其方；五曰刑赏失中，而心不知所
向”。今人为官与古人做官的畏惧虽有不
同，但有相通之处，即都应该牢记职责。

很显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敬畏意
识，反腐也不能仅靠官员的道德自律，如果
他们没有敬畏意识，也没有风险观念，必然
长袖善舞，沦为国蠹。因此，不管官员自律
不自律，都应该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建
立官员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
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到那时官员必然
都有敬畏感。□秦淮川

■街谈

18 日晚，中央纪委网站公布
消息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
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
受组织调查。据不完全统计，童
名谦系十八大以来国内第15位被
调查的省部级官员。一位衡阳官
场知情人士介绍，童名谦是一个

“倒霉透顶”的官员，他在湘西州任
职的时候，遭遇湘西凤凰大桥垮塌
以及曾成杰的非法集资案。他来
到邵阳后又遭遇邵阳沉船事故。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A12版）

每一位官员的落马，都不仅能
吸引来社会关注，其背后的种种轶
闻也容易成为公众的谈资。十八
大以来国内第15位被调查的省部
级官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
名谦，同样吸引了公众的关注目
光。除此之外，关于他的“倒霉透
顶”，坊间也是多有揶揄。

“到哪哪出事”的官员，着实
算不上幸运。而且，这样的官员
并不是个别案例。比如，有位省
部级大员，先后在不同的地方遇
到过SARS、矿难、溃坝等事，多次
引咎辞职，就是这样的官员。更
有某煤矿大省的官员，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在有煤矿的地方当
官，就像是在“鸡蛋上跳舞”。

相反，许多地方，都被坊间称
为“太平镇”，原因是，一些地方民
风朴实，或是维权意识淡薄，官员
基本遇不到什么麻烦，尤其遇不到
上访或揭发之类的丑事。到这样
的地方任职，是官员的幸事。对比
之下，那些在“鸡蛋上跳舞”的官
员，就显得悲剧了许多。童名谦，

就是一位在“鸡蛋上跳舞”的官员，
在湘西，有大桥垮塌和闻名全国的
非法集资案，在邵阳，又遇到了重
大安全事故邵阳沉船案。

地方上屡屡出事，倒霉的不
是官员，而是百姓。因为，官员如
果在出事之后不倒，并且屡屡成
为“不倒翁”，不仅能搭上许多公
共利益甚至是百姓的身家性命，
而容易让人质疑反腐的力量。比
如，邵阳沉船案中，有十余名市民
和学生遇难，结果童名谦却并没
有受到牵连。由此来看，童名谦
根本算不上是“倒霉”，而是非常
幸运，他在巨浪滔天的事故中，不
仅能完成自保还能顺利升职。

“引咎辞职”也好，“问责机
制”也罢，似乎对于“再为倒霉”的
官员都构不成威胁，这才是最大
的问题。可是，假如屡屡遇到安
全事故和地方丑闻的倒霉官员，
都不能在官职上成为倒霉者，则
贪官落马就只能依托于“U 盘丢
失”、“家中失窃”、“二奶反目”或
是“艳照流出”等非正常手段了。
必须要追问的问题是，体制或是
官场对于所谓的倒霉官员是不是
有着一些暗含保护的“潜规则”？

事实上，反腐从来不该有倒霉
与幸运之说。倒霉也好，幸运也
罢，都是相对而言，如果官员幸运
了，则反腐体制就倒霉了；如果官
员清正廉洁，则好运就会总在他身
边，才能永远成为“不倒翁”。而还
原这样的常态必须依赖于建立一
个“零容忍”的、一个“莫伸手，伸手
必被捉”的反腐体制。□王传涛

“倒霉透顶”不应存在于反腐辞典中


